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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环境和气候问题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如何提升个体的环保参与行为成为社会热

点话题。本文使用 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环保参与度的影

响。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个体的环保参与度。利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偏

误并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的环保参与

效应在老年、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影响机制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

通过增进环保知识及对环境污染情况的了解提升个体环保参与度，也会通过降低使用者对政

府环保质量的评价弱化个体环保参与度。最后本文提出了差异化和精准性的政策建议，如提

高互联网在弱势群体中的普及率，优化互联网的媒介信息渠道作用，完善互联网的舆论监督

机制，以提升个体在互联网时代的环保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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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种粗放式发展对生

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党的十九大后，绿色环保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方式和“既要金

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新的发展方式和理念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模

式与要素投入结构的改变上，对环境保护以及公众参与环保治理方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节

能减排、低碳环保”逐渐成为公众的共识。例如，2019年《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

后，居民的垃圾分类习惯经历了一个由外力倒逼到内心认同的过程①。随着中国人均GDP和

现代化水平的不断上升，居民环保参与度将大幅提高，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将成为经济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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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

不过，从当前的环保治理实践看，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才是推动环保治理的主力，例如颁

布的各种环保条例，但个人的参与和行动却较为有限（Zhang，2013）。公众环保参与的缺失在

很大程度上是环保治理的巨大损失，此外，要想更好地治理中国的环境问题，也不能缺少公众

作为环保行为实施主体的积极参与。出于上述考虑，出现了系列关于公众环保参与行为的研

究，从而为提升个体环保参与度奠定了理论和实证基础。其中，讨论最多的是公众在环境污

染认知和环保知识储备上的不足很大程度地抑制了个体环保参与行为（王凤，2008；De Groot
& Steg，2009）。研究者们认为应通过有效方式增进人们对于生活环境的认识，并通过环境教

育增进公众环保意识和知识。基于此，政府部门一直积极通过当地电视、广播和报纸等媒体

平台开展环境教育和更新环境信息，以此来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和知识储备（高彩云、孟祥

燕，2011）。通过这些途径，公众的环保参与度相比以前确实有了很大的提升（肖哲、魏姝，

2019），但传统媒体具有选取积极、正面的信息进行报道的特征偏好，使得因环保信息不对称

所造成的环保信息缺失现象依然严重。这又部分地降低了人们的环保参与热情。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基于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允许用户将各类不同来源的信息无差别

地呈现在公众面前，这极大地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的发生概率。作为一种新的新闻媒介形式，互

联网的信息传递模式突破了以往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局限，互联网双向甚至多向传播的特征也

可以帮助人们便捷地获取环境信息和知识，使得公众对于相关社会环境问题得以深入了解与认

知。不过，互联网的信息优势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例如，小范围的环境议题通过网络平台

的不断发酵与传播，最终演变成为全国性环境群体事件，从而损害了既往环保工作中的政府形

象。互联网的这些新特征势必会影响个体的环保意识和行为，但仍不清楚各种特征的具体影响

方向和程度，因此互联网对个体环保参与度的最终影响仍有待实证检验。基于此，本文使用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讨论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环保参与度的影响及可能的中间机制。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本文从互联网使用视角研究个体环保参与度，并且通过工具

变量法探究了两者间的因果关系，为政府在网络时代的环保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第二，

本文发现互联网的环保参与效应在不同年龄、收入群体和不同地区间存在异质性，并对此进

行了充分阐释，从而为政府差异化环保治理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第三，本文揭示了互联网

使用提升个体环保参与度的中间传导机制，这为互联网影响环保参与度提供了新渠道和新路

径，并且还量化了中间效应大小和影响方向，从而提出更精准的政策建议。

二、概念框架与研究假说

（一）影响机制及假说一

为了使实证分析更加合理，本文首先从概念上阐述互联网可能影响个体环保参与度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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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制，即增进了环保知识和对当地环境污染情况的了解以及降低了对政府环保质量的评

价，并提出研究假说1：
H1：环保知识储备、对环境污染情况的了解是互联网使用影响个体环保参与度的两个正

向影响机制；而对政府环保质量的评价是互联网使用影响个体环保参与度的负向影响机制。

首先，与传统媒体有所不同，互联网既能将保护环境的积极效应等正面信息推送给用户，

也能将破坏环境导致的生态恶化等负面信息扩散开，这种传播过程中的多维度特点能更有效

地增进个体对环保问题的认知。例如，任丙强和孙龙（2015）的研究表明，互联网为城市居民

提供了讨论空间,使公众通过网络了解环保知识，形成对环境问题的自我认知；彭代彦等

（2019）也认为，经常使用互联网浏览信息的居民，能够积累相对更多的环保知识。而系列研

究表明，个体环保知识的储备会对其环保行为产生积极影响（Xiao & Hong，2010；王惠娜等，

2018）。例如，Wang和Hao（2018）的研究显示，互联网使用会增加人们在环保方面的认识，并

促使人们由亲环境态度向实际的环保行为转变。因此，互联网可以帮助人们获取环境污染或

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从而提高人们对生态环境影响个人、家庭和社会方面的认知水平，并通

过外部或内部力量激励个体参与到环保工作中。

其次，与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介传播中的话题偏向性和严格的信息审查筛选制度不

同，互联网等新型媒介工具以及自媒体等信息传播形式能够将各类隐晦或被忽略的环境问题

披露出来（Bahri et al.，2018）。当大量与个体息息相关，尤其涉及人们自身利益的环境恶化的

信息被呈现出来时，会迅速形成网络热议的话题，这增加了人们对所处地区环境污染情况的

了解，继而激发了人们的环保参与动机。Huang（2016）发现，许多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情况

在互联网上被披露后，公众对环境改善的诉求在网络上迅速发酵，继而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

和政府部门的重视。因此，互联网使用可以增进人们对环境污染情况的了解，从而激发公众

的环保参与度。

最后，已有研究表明，政府若能调整自身角色功能、积极参与环境治理并有效引导公民的

环境行为，使其在环境治理中发挥主体性作用，则能有效提升公民环境行为参与水平（Tsang
et al.，2009；王磊、钟杨，2014）。例如，周亚雄和张蕊（2020）指出，若政府与公众能够资源共

享、有效协同，那么政府环境治理有利于健全环保制度与环境基础设施、梳通公众环保参与渠

道、改善政府与公众在环境问题上的紧张关系，进而提升公众环保参与度。这表明公众对政

府环保治理的评价与个体的环保行为呈显著正相关，政府环保治理的有效性将直接影响个体

的环保参与度。然而，人们对互联网上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的偏好是不对称的。根据社会心

理学中的消极偏见理论，人们通常倾向于更多地关注负面信息而不是积极和中立的信息

（Goldsmith & Dhar，2013；Dai et al.，2016）。因此，在通过互联网访问环境质量信息的过程中，

消极偏见可能导致人们更加关注与环境质量有关的负面信息，例如生态破坏、水污染、空气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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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等。此外，为了获得更多关注度和更高的点击率，网络媒体也非常热衷于报道与环境污染

有关的负面信息（Ito et al.，1998）。Zhang等（2018）基于中国的数据发现，与不使用互联网的

人相比，互联网用户对政府环保质量的评价更低。因此，互联网的使用可能会降低个体对政

府环保工作的评价，从而抑制其环保参与度。

如图 1所示，互联网使用会增进环保知识和对环境污染情况的了解，进而提高个体的环

保参与度，但也会降低对政府环保质量的评价，从而降低个体的环保参与度。因此，互联网使

用对个体环保参与度的最终影响方向和程度需结合中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本文的研究设计认为环保知识储备、对环境污染情况的了解和对政府环保质量的评价可

能成为互联网使用影响个体环保参与度的中间机制，但并不认为这三个可能的影响机制足以

解释个体环保参与度与其互联网使用之间的所有差异。除了这三个变量外，可能有其他的机

制同时也在发挥作用，本文仍是一项探索性研究。

正向

正向

负向
对政府环保质量的评价

环保知识储备

对环境污染情况的了解

正向

正向

正向

环保参与度互联网使用

图1 互联网使用影响个体环保参与度的机制示意图

（二）异质性及假说二

考虑到不同地区的不同群体间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因而互联网的环保参与效应可能具

有异质性特征。为更好地为政府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从年龄、城乡和收入差异

三个维度探讨互联网影响个体环保参与行为的异质性效应，并提出研究假说2：
H2：互联网的环保参与效应在老年群体、农村地区以及低收入群体中表现更为明显。

首先，尽管互联网具有强大的信息扩散与传播效应，但是不同年龄阶段的互联网用户在

使用习惯、上网时长和对互联网的依赖性上具有明显差异，因而接收到来自互联网的信息的

强度存在一定区别（Paul & Stegbauer，2005）。老年人曾经获取外部信息的渠道主要是电视、

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这类媒体的报道具有一定的偏向性，并不注重突出环境污染等相关领

域的问题（Garz，2014），因此他们往往难以准确知晓环境污染的程度及其危害。但是随着互

联网的广泛应用，各类环境污染和环保呼吁的信息逐渐无差别地传递至老年人面前时，基于

传统媒体建立起来的固有环境认知就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会极大地改变他们的环保参

与行为。因而，互联网的环保参与效应在老年群体中表现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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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城乡环保实践看，城市的工业密集度、汽车保有量等指标明显高于农村，环境污

染面临更大的压力，这会直接影响个体环保意识和行为（Ding et al.，2017）。同时，为解决环境

问题，城市地区出台了更多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强化环境污染治理力度，这进一步强化了城市

地区民众的环保意识和行为。此外，城市里由于同群效应的存在，新进入城市的移民群体也

会受原住居民影响，提高自身的环保行为和环境知识水平（郑怡林、陆铭，2018）。在这些内外

部因素约束下，互联网对城市群体环保参与度的影响可能相对有限。相对而言农村地区的环

保意识更为淡薄，而且面临的环境规制力度相对较小，这导致了农村地区更低的环保参与度

（唐林等，2020）。由于内外部因素约束有限，使得互联网在改变这一状况的过程中起到更大

的作用。当农村地区的个体通过互联网接触到大量关于环境污染的危害，以及因环境污染给

生产生活带来恶劣影响的信息后，其环保意识开始觉醒，环保感知力逐渐上升到一个更高的

层次（贺爱忠等，2012）。因而，互联网的环保参与效应在农村地区表现更为明显。

最后，从收入水平差异看，由于环保知识储备和环境意识是影响个体环保参与度的重要

决定因素（田万慧、陈润羊，2013；Tam & Chan，2017），而高收入群体本身就具有更高的环保知

识和环境意识（Philippsen et al.，2017），因此互联网等新媒介工具对其环保行为的影响较小。

相对而言，低收入群体的环保知识相对匮乏，其关注的主流传统媒体也很少报道负面环境信

息，从而使其环保参与度较低。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低收入群体借助互联网增加了

环保知识储备，了解到了更多的环境破坏的信息和必要的环境规制举措，这会提高其环保参

与度。因此，互联网使用对低收入群体的环保参与行为影响更为直接。

三、变量、数据和描述性统计

（一）变量选取

1. 因变量

环保参与度（EPB）。它是通过问题“在最近一年，你是否从事过下列活动或行为？”测

度的，这些活动或行为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个体环保参与状况。具体包括：“1.垃圾分类投放”

“2.采购日常用品时自己带购物篮或购物袋”“3.对塑料包装袋进行重复利用”“4.与自己的亲

戚朋友讨论环保问题”“5.为环境保护捐款”“6.主动关注新闻报道的环境问题和环保信息”“7.
积极参加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8.积极参加民间环保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

“9.自费养护树林或绿地”和“10.积极参加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上诉”。受访者从如下3
个选项中作出选择：“从不”“偶尔”和“经常”，对应的取值分别为0、1和2，值越大表明受访者

参与上述环保活动或行为的频率越高。本文将上述10种活动或行为的得分加总求和，从而

得到一个反映个体环保参与状况的综合指标——环保参与度，其取值范围为0~20，值越大表

明个体环保参与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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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变量

互联网使用（ Internet）。它是通过问题“过去一年，你对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的使用

情况怎么样？”衡量的。受访者从5个选项中进行选择：“0.从不”“1.很少”“2.有时”“3.经常”和

“4.非常频繁”。从中可知，这是一个关于互联网使用频率的有序变量，取值范围为0~4，值越

大表明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因此，本文研究的问题可以理解为使用互联网频率更高的个体

是否有更高的环保参与度。

3. 中介变量

（1）环保知识储备（Knowlege）。环保知识储备变量是通过以下10个关于环境保护知识

的问题测度的：“1.汽车尾气对人体健康是否会造成威胁？”“2.过量使用化肥农药是否会导致

环境破坏？”“3.含磷洗衣粉的使用是否会造成水污染？”“4.含氟冰箱的氟排放是否会成为破坏

大气臭氧层的因素？”“5.酸雨的产生与烧煤是否有关系？”“6.物种之间相互依存，一个物种的

消失是否会产生连锁反应？”“7.控制质量报告中，三级空气质量是否意味着比一级空气质量

好？”“8.单一品种的树林是否更容易导致病虫害？”“9.水体污染报告中，V（5）类水是否意味着

要比 I（1）类好”“10.大气中二氧化碳成分的增加是否会成为气候变暖的因素？”。受访者每回

答正确得1分，反之回答错误或不知道得0分。然后将上述10个问题的得分加总求和，构建

一个取值为0~10的有序环保知识储备变量，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环保知识储备越多。

（2）对环境污染情况的了解（Sense）。对环境污染情况的了解变量是通过“你是否知道

你所在地区出现的以下环境问题”进行测度的，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工业垃圾污

染、生活垃圾污染、绿地不足、森林植被破坏、耕地质量退化、淡水资源短缺、食品污染、荒漠化

和野生动植物减少。对上述每类环境问题，若受访者回答“知道”则取值为1，反之则为0，并
将其加总求和构建一个取值为12的有序变量，值越大表明个体越了解当地环境污染情况。

（3）对政府环保质量的评价（Evaluation）。而对政府环保质量的评价变量是通过以下问

题衡量的：“1.你认为近五年来，你所在地区政府的环境保护工作做得怎么样?”“2. 你认为近

五年来，中央政府的环境保护工作做得怎么样?”。受访者从如下5个选项中进行选择：“片面

注意经济发展，彻底忽视了环境保护工作”“重视仍然不够，环保投入不足”“虽尽了努力，但效

果不佳”“尽了很大努力，有一定成效”和“取得了很大成绩”。本文为上述选项分别赋值为0、
1、2、3和4，并将2个问题的得分加总构建个体对政府环保质量评价的变量，取值为0~8，值越

大表明个体对政府环保质量的评价越好。

借鉴相关文献，本文控制了一些影响个体环保参与度的重要变量（Berenguer et al.，2005；
王玉君、韩冬临，2016）。其中，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是否女性（ Female）、是否有城市户籍

（Urban）、是否党员（CPC）、受教育层次（Education ，文盲 = 1，小学 = 2，初中 = 3，高中或相

当于高中 = 4，大专 = 5，本科及以上 = 6）、年收入的自然对数（ Income ，单位为元）、是否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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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信仰（Religion）、健康状况（Healtℎ）、空闲时社交频率（S_Activity ，很少为 1，有时为 2，经
常为3）、社会阶层（S_Class ，1~6）、是否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Vote）、年龄（Age）、年龄的平

方（ Age2 ），家庭背景变量包括在你 14 岁时父亲是否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军队工作

（F_Unit）、父母是否党员（P_CPC ）、父母受教育层次（P_Education ，与 Education 定义相

同），此外，本文还控制了环境污染状况（Pollution）这一宏观变量。参考李梦洁（2015）的方

法，本文选取2013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的省级废水排放总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氮氧化

物排放总量、烟（粉）尘排放总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5个单项指标，采用改进的熵值法确定

各项指标的权重，生成省级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以客观反映各省份的环境污染状况①。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检验互联网使用与个体环保参与度的关

系。CGSS数据系统全面地收集了社区、家庭、个人等多个层次的数据，总结社会变迁的趋势，

已成为研究中国经济社会最新情况的主要数据来源。CGSS采用多阶分层抽样方法对全国各

地一万多户家庭进行抽样调查，平均应答率70%，保证了样本的普遍代表性。2003—2008年

是CGSS项目的第一期，2010—2019年是CGSS项目的第二期，其中2010—2017年的数据已公

布。尽管公布了CGSS 2015年和2017年数据，但只有2013年的CGSS包括最新的环境模块变

量，例如环境污染、环保参与、环保知识和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等。除了环境模块，2013年

CGSS数据还提供了关于网络等媒体使用情况的信息，因此非常适用于本文关于互联网的环

保参与效应研究。虽然CGSS 2013年的时效性并不理想，但本文所考察的互联网使用与环保

参与关系是既有文献中的一个空白点，之前并没有相关研究对此予以严谨的实证检验，因而

本文相关发现将构成未来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三）描述性统计

表1列出了回归方程中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它们包括观测值、均值、标准差、最小值

和最大值，从中可知各变量的分布信息。在删除缺失值和异常值后，本文最终获得8733个样

①首先依照如下公式对不同环境污染单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且使各指标数据集中于30~100之
间：X *

ij = (Xij−Xmin( j))/(Xmax( j)−Xmin( j))´ 70 + 30 ，其中，X *
ij 为各指标标准化的赋值，i 为省份，j 为环境污

染单项指标，Xij 为环境污染单项指标的初始值，Xmax( j) 、Xmin( j) 为第 j 项环境污染单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

小值。其次，根据上式计算出指标 X *
ij 的比重 Gij =X *

ij /å
i = 1

m

X *
ij ，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ℎ j = −(1/ ln (m))

å
i = 1

m

Gij ´ ln (Gij) ，第 j 项指标的差异系数 fj = 1−ℎ j ，当 fj 值越大，则指标 Xj 在综合评价中的重要性就越强，以

及指标 Xj 的权重 Kj = fj /å
j = 1

n

fj 。再次，得到省份 i 的环境污染指数值 Envi =å
j = 1

n

(Kj ´ 100)´ (Gij ´ 100) ，其值越

大则省份 i 的环境污染状况越严重。为方便计算，本文中变量 Pollution = Envi /100 ，但这不会改变数据的性质

和固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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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用于主回归分析。因变量“环保参与度”的均值为5.119，表明人们的环保参与度偏低。虽

然个体的环保意识有了很大提高，但整体上由政府主导的环保参与局面仍未改变。自变量

“互联网使用”均值为1.186，表明样本中多数群体只会偶尔使用互联网，这为本文关于互联网

的环保参与效应分析提供了必要性。此外，59.3%的受访者生活在城市，10.8%是党员，10.6%
有宗教信仰，45.9%参与过村或居委会投票，平均受教育层次为初中水平，其父母平均受教育

层次较低，大概处于小学水平。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EPB

Internet

Female

Urban

CPC

Education

Income

Religion

Health

S_Activity

S_Class

Vote

Age

Age2

Pollution

F_Unit

P_CPC

P_Education

Knowledge

Sense

Evaluation

观测值

8733
8733
8733
8733
8733
8733
8733
8733
8733
8733
8733
8733
8733
8733
8733
8733
8733
8733
8700
8722
7028

均值

5.119
1.186
0.487
0.593
0.108
2.118
8.539
0.106
3.740
1.897
3.360
0.459
48.560

2609.896
3.703
0.103
0.139
1.136
4.736
8.942
4.258

标准差

3.296
1.551
0.500
0.491
0.310
1.390
3.212
0.307
1.072
0.806
1.435
0.498
15.870

1607.526
0.923
0.304
0.346
1.174
2.837
3.634
2.086

最小值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17
289

2.285
0
0
0
0
0
0

最大值

20
4
1
1
1
5

13.816
1
5
3
6
1

93
8649
7.110

1
1
5

10
12
8

四、计量模型和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

为了检验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环保参与度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EPB = β ´ Internet + γ1´Xi + γ2 ´X f + ε （1）
其中，EPB 是因变量“环保参与度”，Internet 是自变量“互联网使用”，其前面的系数 β为本文

的待估参数，以此检验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环保参与度的影响。 Xi 和 X f 分别为个体特征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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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背景变量。由于 EPB 是一个取值为0~20的有序变量，因此本文首先使用有序响应模型估

计式（1）中的参数。考虑到 EPB 取值跨度较大，使得边际效应难以估计和解释，本文借鉴Ac⁃
emoglu等（2020）的做法，将有序因变量视为连续变量使用OLS对式（1）进行估计。

（二）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以个体环保参与度作为因变量，互联网使用作为自变量进行有序 Probit和OLS回

归。同时为降低遗漏变量所导致的估计偏误，表2逐一列出了不控制任何变量、控制个体特

征和家庭背景变量的估计结果。从中可知，无论使用有序Probit还是OLS方法，式（1）中相关

参数都具有相似的符号和显著性，从而增强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对

个体环保参与度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均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不过，当控制了个体

特征和家庭背景因素后，互联网使用的回归系数出现了大幅下降，因此需要使用加入其他影

响因素后的多元回归分析。而从列（2）到列（3）以及列（5）到列（6），互联网使用的回归系数都

仅有略微下降，表明式（1）中的遗漏变量问题并不特别严重，互联网使用增强个体环保参与度

的结果十分稳健。列（6）中OLS回归系数表明，当保持其他条件不变时，平均而言互联网使用

使个体的环保参与度提升了0.102个单位。

表2 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环保参与度的影响

Internet

Female

Urban

CPC

Education

Income

Religion

Health

S_Activity

S_Class

（1）
有序Probit方法

0.156***

（0.008）

（2）

0.037***

（0.011）
0.123***

（0.023）
0.302***

（0.029）
0.266***

（0.041）
0.210***

（0.012）
0.003

（0.004）
0.051

（0.039）
0.027**

（0.012）
0.084***

（0.014）
0.027***

（0.008）

（3）

0.030***

（0.011）
0.119***

（0.023）
0.293***

（0.029）
0.262***

（0.041）
0.195***

（0.012）
0.003

（0.004）
0.047

（0.039）
0.029**

（0.012）
0.084***

（0.014）
0.025***

（0.008）

（4）
OLS方法

0.462***

（0.023）

（5）

0.120***

（0.031）
0.340***

（0.064）
0.746***

（0.077）
0.815***

（0.122）
0.594***

（0.033）
0.009

（0.011）
0.121

（0.111）
0.071**

（0.032）
0.227***

（0.038）
0.075***

（0.022）

（6）

0.102***

（0.032）
0.329***

（0.064）
0.717***

（0.077）
0.798***

（0.122）
0.551***

（0.035）
0.010

（0.011）
0.113

（0.111）
0.074**

（0.032）
0.225***

（0.038）
0.070***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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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环保参与度的影响

Vote

Age

Age2

Pollution

F_Unit

P_CPC

P_Education

省份效应

拟合优度

观测值

（1）
有序Probit方法

是

0.040
8733

（2）

0.057**

（0.024）
0.015***

（0.004）
-0.000***

（0.000）
0.973***

（0.173）

是

0.060
8733

（3）

0.060**

（0.024）
0.015***

（0.004）
-0.000***

（0.000）
0.988***

（0.175）
0.091**

（0.040）
0.026

（0.036）
0.042***

（0.013）
是

0.061
8733

（4）
OLS方法

是

0.190
8733

（5）

0.174***

（0.067）
0.043***

（0.012）
-0.000***

（0.000）
3.123***

（0.508）

是

0.265
8733

（6）

0.182***

（0.067）
0.043***

（0.013）
-0.000***

（0.000）
3.177***

（0.512）
0.262**

（0.122）
0.120

（0.105）
0.110***

（0.038）
是

0.268
8733

注：括号中的数值是回归系数估计量的稳健性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 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下表同；在保留四位小数后，Age2 的系数为负数且在1%水平上显著。

此外，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对个体环保参与度的影响与既有研究相一致（Paul，2008；王玉

君、韩冬临，2016），保证了控制变量选取的合理性。例如，相对于男性，女性的环保参与度更

高，这与既有研究中的“性别社会化”理论观点相吻合（Davidson & Freudenburg，1996；Wehr⁃
meyer & McNeil，2000）①。拥有城市户籍的个体往往有更高的环保参与度（范叶超、洪大用,
2015），这是由于一方面他们对环境质量要求相对更高，另一方面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让其环保

意识更强。党员以及参与村或居委会投票的群体往往在社会发展与进步中起到模范带头作

用，积极传播有益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观”等价值理念，因此他们的环保参与度相对会更高

（王晓楠、瞿小敏，2017)。个体自身及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思想会更加开放和与时俱

进，同时更能清晰地理解环境问题对下一代人的影响，从而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活动中。通

过社交活动与他人讨论环境问题，会增强个体的环境知识和环保意识，从而促使他们参与到

当地环境保护活动中去。年龄与环保参与度呈现出倒U型关系，即当年龄尚未跨过某一门槛

时，环保参与度先随着年龄增加而出现提升，当年龄跨过某一门槛时，环保参与度会随着年龄

①这种观点认为儿童早期的社会化使女性对他人的感受和需求更加敏感，因此更愿意承担关怀和养育

的责任；相比之下，儿童早期的社会化导致男性更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并获得更大的价值独立和成就。女性倾

向于扮演“照料者”角色，优先考虑家庭成员的健康和福祉，因此对引起潜在危险的环境因素给以更多关注；

但是，倾向于扮演家庭“顶梁柱”角色的男性则更加关注经济而不是环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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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而出现衰减。这主要源于生命周期效应（life-cycle effect），受其影响个体会根据其年龄

和生命阶段而对环保产生不同程度的重视（Torgler & García-Valiñas，2007；Franzen & Meyer，
2010）①。在党政事业单位工作的父亲，更容易接触到国家的环保政策和规定，从而间接提升

了家庭成员的环保意识和参与度。当地环境污染状况越严重，个体对环保的需求越旺盛，这

直接刺激了当地群体的环保参与积极性（崔岩、尹木子，2015）。
（三）异质性分析

由于不同年龄、收入群体以及城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个体环保参与度方程中可

能存在异质性，即在不同群体或地区中互联网使用对环保参与度存在不同的影响。为多角度

评估互联网使用的环保参与效应，本部分分别考察互联网效应在不同年龄群体、城乡地区和

不同收入组别中可能的差异。首先，按照年龄层次将样本划分为17~30岁、31~44岁、45~64岁

和65岁及以上四个子区间。其次，按照城乡定义将样本划分为农村和城镇地区。最后，以收

入的均值作为阈值将样本划分为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本文将因变量与上述各二值变量

（0-1）依次相乘从而形成五个交互项，用以反映年龄层、城乡和收入因素对互联网使用可能的

调节作用。使用与表2相同的变量集，表3展示了主要交互项系数及其显著性。从中可知，无

表3 异质性分析

Internet ´Age（31 - 44）

Internet ´Age（45 - 64）

Internet ´Age（  65）

Internet ´Rural

Internet ´ Lowincome

控制变量

省份效应

拟合优度

观测值

（1）
有序Probit方法

0.055**

（0.026）
0.082***

（0.027）
0.147***

（0.040）

是

是

0.061
8733

（2）

0.058***

（0.019）

是

是

0.061
8733

（3）

0.067***

（0.017）
是

是

0.061
8733

（4）
OLS方法

0.167**

（0.074）
0.234***

（0.077）
0.388***

（0.124）

是

是

0.269
8733

（5）

0.118**

（0.051）

是

是

0.268
8733

（6）

0.142***

（0.048）
是

是

0.269
8733

注：Age（31 - 44）代表年龄位于31~44岁的群体，其他类似，Rural 为农村地区，Lowincome 为低收入群体；

将年龄位于17~30岁作为基准对照组，同时将城市、高收入群体分别作为基准对照组，控制变量与表2相同。

①一方面，随着个体的剩余寿命越短，其对未来收益的折扣就越大，从而获得的未来收益贴现值就越

少，因此老年人的环保参与度较低。另一方面，年轻人对未来收益的折扣也很大，因为他们尚未孕育下一

代，同时对世界的危险或安全度缺乏足够了解。无论是哪个缘由，从年轻阶段到中年阶段都可以减少跨期

折扣，继而增加中年阶段环保参与的收益。因此，生命周期效应很可能呈倒U型，并在中年阶段达到环保参

与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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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使用有序Probit还是OLS方法，互联网使用的环保参与效应在老年、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地

区中都更为明显。因此，文中假说2得证。

（四）内生性问题

本文的计量模型中存在内生性问题，这会导致互联网使用的系数估计偏误。内生性问题

主要来源于如下两个方面：首先，互联网使用与个体环保参与度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

系。本文旨在探讨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环保参与度的影响，但个体环保参与度也可能反向影响

互联网使用情况。例如，个体若参与各种政府或公益团体组织的环保活动，可能需要通过互

联网获取关于此次活动的信息和相关流程，此外还需要使用互联网学习与本次活动相关的环

保知识等。其次，尽管本文尽可能控制了影响个体环保参与度的变量，但在截面数据中仍然

可能存在一些不可观测且重要的遗漏变量。若忽略这些变量，在回归方程中就会作为未被解

释部分纳入随机扰动项 ε，若 ε与自变量存在相关性可能导致其系数估计偏误。

本文通过寻找工具变量来解决互联网使用的内生性问题，从而得到更为准确的变量系数

估计值。在借鉴Agarwal等（2009）、毛宇飞等（2018）思路的基础上，选取个体所在社区其他居

民互联网使用频率情况作为互联网使用的工具变量，并通过 IV-Oprobit和2SLS对原模型进行

重新估计。选择该工具变量的原因如下：一方面，生活在同一社区的居民往往具有较为相似

的互联网基础设施环境，也具有相似的经济水平和生活习惯，使用互联网的便利程度基本相

同，因而其他居民的互联网使用情况会与受访者密切相关，往往周围人使用互联网的频率越

高，受访者使用互联网的频率也会越高，因此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另一方面，社区其他居

民互联网使用频率情况作为外部环境变量不会直接对个体环保参与度产生影响，因此满足工

具变量的外生性。表4展示了基于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可归纳为如下三点：首先，两个方程

表4 互联网使用对环保参与影响的内生性检验

Internet

Internet_rate

控制变量

省份效应

Cragg-Donald Wald F
Wald chi-square

拟合优度

corr（e1，e2）
观测值

（1）
第一阶段

0.220***

（0.026）
是

是

66.004

0.592

8733

（2）
第二阶段

（IV-Oprobit方法）

0.477***

（0.096）

是

是

3282.12***

-0.448***

8733

（3）
第二阶段

（2SLS方法）

1.556***

（0.382）

是

是

2537.93***

0.076

8733
注：控制变量与表2相同，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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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误差项之间的相关性 corr（e1, e2）显著不为0，表明互联网使用在个体环保参与模型中是内

生的；其次，第一阶段模型里的社区其他居民互联网使用频率（Internet_rate）会正向影响个体

互联网的使用状况，而且第一阶段Cragg-Donald Wald F值均大于10，从而排除了弱工具变量

问题；再次，第二阶段模型里的互联网使用会正向影响个体环保参与度，而且列（3）中 Internet

的系数明显大于表 2中OLS回归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的环保参与效应存在被低估的可能。

不过，无论采用 IV-Oprobit还是2SLS方法，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都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

了个体环保参与度。

（五）影响机制

下面分别从环保知识储备、对环境污染情况的了解和对政府环保质量的评价三方面解

释互联网使用影响个体环保参与度的作用机制。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借鉴 Persico 等

（2004）、王伟同和周佳音（2019）的思路，在基准回归中分别加入上述三个中介变量，通过观

察 Internet 估计系数的变化来判断上述机制是否存在以及传导方向。当加入一个中介变量

到基准回归中，Internet 的系数相对变小，则表明该中介变量是互联网使用影响个体环保参

与的正向传导机制。如图 2所示，在以下两种情况中，中介变量 M 都是自变量 X 影响因变

量 Y 的正向传导机制：自变量 X 正（或负）向影响中介变量 M ，且中介变量 M 也正（或负）

向影响因变量 Y 。因此，若知中介变量 M 是一个正向传导机制，且 M 正向影响 Y ，此时暗

含 X 也会正向影响 M ，这对应着图2上方路径。反之，当加入一个中介变量到基准回归中，

Internet 的系数相对变大，则表明该中介变量是互联网使用影响个体环保参与的负向传导机

制。如图3所示，在以下两种情况中，中介变量 M 都是自变量 X 影响因变量Y 的负向传导机

制：自变量 X 正（或负）向影响中介变量 M ，但中介变量 M 却负（或正）向影响因变量Y。因

此，若知中介变量 M 是一个负向传导机制，且 M 正向影响 Y ，此时暗含 X 会负向影响 M ，

这对应着图3下方路径。

正向

负向

互联网使用

正向

负向

中介变量 M

中介变量 M

环保参与度

图2 中介变量 M 作为自变量 X 影响因变量Y 的正向传导机制

正向

负向

互联网使用

中介变量 M

环保参与度

负向

正向

中介变量 M

图3 中介变量 M 作为自变量 X 影响因变量Y 的负向传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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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解互联网使用的内生性问题，表5给出了2SLS的估计结果①，其中列（1）是基准回归

结果，它与表4列（3）相同。基于回归结果的发现可归纳为如下两点。第一，从表5列（2）、（3）
和（5）可知，当控制了相关影响因素后，Knowleadge 、Sense 和 Evaluation 的系数均在1%水平

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个体环保知识储备和对环境污染情况的了解越多，以及对政府环保质

量的评价越积极，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个体环保参与度。因此，Knowleadge 、Sense 、

Evaluation 影响 EPB 的正向路径得以验证。这与图2上方和图3下方的路径都相吻合，但具

体是哪条路径还需要做进一步分析。第二，与列（1）相比，当分别把 Knowleadge 、Sense 和

Evaluation 变量加入到基准模型中，列（2）和（3）中 Internet 的系数均出现了显著下降，但在列

（5）中其系数却出现了显著上升。这表明，环保知识储备和对环境污染情况的了解是互联网

使用影响个体环保参与度的两个正向机制，而对政府环保质量的评价是互联网影响个体环保

参与度的负向机制。结合上述两点发现可知，本文的 Internet→ Knowleadge 、Sense → EPB

对应着图 2上方路径，而 Internet → Evaluation→ EPB 对应着图 3下方路径，这里暗含着存在

①由于在 IV-Oprobit模型中，很难直接通过观察估计系数变化情况检验可能的影响机制，因此在该部分

只列出2SLS估计结果。

表5 影响机制检验（2SLS）

自变量
因变量

Internet

Knowledge

Sense

Evaluation

控制变量

省份效应

拟合优度

观测值

（1）
EPB

1.556***

（0.382）

是

是

0.076
8733

（2）
EPB

1.072***

（0.398）
0.206***

（0.022）

是

是

0.201
8700

（3）
EPB

1.481***

（0.375）

0.161***

（0.010）

是

是

0.121
8722

（4）
EPB

1.151***

（0.401）
0.146***

（0.023）
0.133***

（0.010）

是

是

0.202
8689

（5）
EPB

1.878***

（0.501）

0.110***

（0.026）
是

是

-0.052
7028

注：尽管列（5）中的拟合优度为负数，但对于2SLS参数估计没有任何影响，下同。既有文献表明，拟合优

度在2SLS或 IV的情况下确实没有统计意义（Sribney et al.，2005）。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中，当我们估计参数

时，某些回归变量将作为工具变量进入计量模型中，但由于我们的目标是估计结构模型，因此会使用实际值

而不是工具变量来确定回归平方和（ESS）。该模型的残差是根据一组与用于拟合模型的回归量不同的自变

量计算得到的。这意味着，尽管两阶段最小二乘模型估计了截距，但因变量的单一常数模型并没有嵌套在两

阶段最小二乘模型中，从而残差平方和（RSS）不再被限制小于总平方和（TSS）。因此，当RSS超过TSS时，ESS

和R2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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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 Knowleadge 、Sense 的正向路径，以及 Internet → Evaluation 的负向路径①。因此，

互联网使用会通过增强个体环保知识储备和对环境污染的了解从而提高其环保参与度，但也

会通过降低对政府环保质量的评价弱化其环保参与度。从而，文中假说1得证。

进一步地，与表5列（1）中的基准回归相比，Internet 的估计系数在列（4）中下降了0.405，
降幅达 26.03%，这意味着两个正向机制解释了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环保参与度影响效应的

26.03%。而在列（5）中 Internet 的估计系数上升到了1.878，相较于基准回归中的1.556升幅达

20.69%，这表明对政府环保质量的评价作为互联网使用影响个体环保参与度的负向机制，其

中介效应为20.69%。据此可知，两个正向机制的总中介效应26.03%，大于负向机制的中介效

应20.69%，从而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环保参与度总体上仍具有显著提升作用。

（六）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结论的可靠性，本节开展相关的稳健性检验。首先，细分因变量。在前面的回归

中因变量（EPB）是由10个反映个体环保参与行为或活动的指标构建而成的，其中既包括个

体日常环保行为也包括公共环保活动参与。尽管两者都能反映个体环保参与度，但强调的参

与程度和场合仍然存在不少差异（肖哲、魏姝，2019）。日常环保行为主要体现在个体日常生

活中，是在没有其他人关注或参与的情况下仍然奉行的行为，逐渐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

方式或者消费习惯。与其相比，公共环保活动参与主要体现在共同参与性上，即多人参与讨

论环保问题和开展相关环保活动，强调该项事务的公共性。基于此，为保证互联网的环保参

与效应结论的稳健性，本部分将分别以日常环保行为和公共环保活动参与作为因变量分别进

行回归。日常环保行为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垃圾分类投放、自带购物篮或购物袋采购日

常用品和重复利用塑料包装袋。其赋值形式与前文因变量（EPB）的构建相同，即若受访者

回答“从不”赋值为0，“偶尔”为1，“经常”为2。然后将上述三个方面的得分加总求和，构建一

个反映个体日常环保行为的有序变量（DEPB），取值范围为0~6。而公共环保活动参与主要

包括如下六个方面：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环保问题、为环保捐款、关注新闻报道的环保信息

和问题、参加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参加民间环保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养护

树林或绿地和参加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上诉。类似地，其赋值形式也与因变量（EPB）

相同，“从不”为0，“偶尔”为1，“经常”为2。然后将上述六个方面的得分相加求和，构建一个

反映个体公共环保活动参与的有序变量（PEAP），取值范围为0~12。从表6回归结果可知，

互联网使用会正向影响个体日常环保行为和公共环保活动参与。

其次，除了使用互联网获取环境污染和环保信息外，个体还会通过其他大众媒体平台获

取相关信息。个体在使用不同媒体方面可能存在相关性，例如，使用互联网的个体也倾向于

①实际上，当用 Knowleadge、Sense、Evaluation 分别对 Internet 进行有序 Probit回归时，我们也发现

Internet 与 Knowleadge、Sense 存在正向关系，而 Internet 与 Evaluation 存在负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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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视、广播、报纸获得信息。为减缓因遗漏个体使用其他大众媒体获取信息而对基准结

果造成的估计偏误，本文进一步在基准模型中加入受访者对其他大众媒体的使用情况。受访

者若使用电视、广播和报纸则为变量 Television 、Broadcast 和 Newspaper 赋值为1，反之若不

使用则赋值为0，从而构建三个0-1二值变量。从表6回归结果可知，当添加了电视、广播和报

纸使用情况的变量后，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环保参与度依然非常显著。综上所述，通过更换因

变量和添加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大致吻合，因此保证了前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6 稳健性检验

因变量

Internet

Television

Broadcast

Newspaper

控制变量

省份效应

拟合优度

corr（e1，e2）
观测值

（1）
DEPB

IV-Oprobit方法

0.474***

（0.096）

是

是

-0.481***

8733

（2）
PEAP

0.418***

（0.108）

是

是

-0.370***

8733

（3）
EPB

0.356***

（0.107）
0.300***

（0.076）
0.226***

（0.026）
0.290***

（0.029）
是

是

-0.336***

8718

（4）
DEPB

2SLS方法

0.807***

（0.206）

是

是

-0.071

8733

（5）
PEAP

0.727***

（0.228）

是

是

0.192

8733

（6）
EPB

1.182***

（0.383）
1.045***

（0.269）
0.576***

（0.081）
0.645***

（0.098）
是

是

0.181

8718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2013年CGSS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环保参与度的影响，并

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增进了个体环保参与度。异质性分析显示，互联网的环保参与效应在老

年、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地区中明显更强。由于这些群体环保知识相对欠缺，对周围环境污染

情况的了解较少，但互联网去中心化的快捷传播特点，极大地增进了他们对环保知识和环境

污染的了解，继而重视并积极参与到环保活动中。本文通过工具变量法进一步证实了互联网

使用在提升个体环保参与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为检验互联网使用影响个体环保参与度的

渠道，本文将中介变量放入基准回归方程中观察互联网使用的系数变化。结果表明，环保知

识储备、对环境污染情况的了解和对政府环保质量的评价在互联网影响个体环保参与度的路

径中具有重要中介作用。其中，环保知识储备和对环境污染情况的了解是正向机制，而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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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环保质量的评价是负向机制，但正向机制相对作用更大。因此，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个

体环保参与度。为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更换了因变量、增加了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均支持

互联网使用正向影响个体环保参与度的结论。

本文的研究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在关于个体环保参与度的既有文献中，学者多从经济发

展水平、教育等角度预测人们的环保参与度，但很少有学者从互联网科技的角度解释环保意

识和环保参与度。尽管互联网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尚未有文献将其纳

入到环保参与行为的分析中。而基于本文的研究发现，可能的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应持续扩大互联网在弱势群体中的普及率和使用率。对于生活在农村地区的那些

老年、低收入群体而言，相对较低的互联网使用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环保参与效应，因此

政府要加大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联网费用，提高联网速度，同时采用经济有效的方式为

上述群体提供一些基础的互联网使用培训课程和服务。

第二，充分发挥互联网等新媒介在居民环保参与中的信息渠道作用。互联网在增进人们

环保知识和对环境污染情况的了解中，具有传统媒体平台所不具备的高效率、去中心化等特

点，随着5G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在促进人们环保参与度方面会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

应进一步提升互联网使用的效率和信息传播的质量，畅通互联网进行信息传播的渠道，以获

取新的互联网使用的环保参与溢出效应。

第三，应树立正确的互联网舆论监督导向机制。鉴于互联网信息的开放性和多样性可能

降低公众对政府环保质量的评价，因此应当加强网络媒体的管控和监督，引导正确的互联网

媒介价值规范，减弱并逐步消除互联网对居民环保参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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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situ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climate issues, how to improve people's partici-

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society. This article uses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in 2013 to study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individu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articipation. The regres-

sion results show that internet use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dividu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articipation. After

us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 to alleviate the endogenous bias and conducting various robustness tests, this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nternet use effect is more obvious in the elderly, low-income

groups and rural areas. Mechanism analysis finds that internet use can increase individu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articipation by enhanc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it

can also reduce individu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articipation by affecting users' evaluation of government's envi-

ronmental protection quality.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e paper finally puts forward differentiated and precis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increase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internet age, such as in-

creasing the penetration rate of the internet among disadvantaged groups, optimizing the role of the internet in chan-

nelling information, and improving the internet's supervision mechanism on public opinion.

Keywords: Internet Use；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articipation；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nowledg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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